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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英国的城市化及公共卫生危机
　
舒丽萍

摘　要：在１９世纪英国，日渐深入的工业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的地理分布，城市形成吸纳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引力。与此同时，农业领域的变迁成为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推
力，使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化进程导致英国城市人口数量激增，传统的公共管理体制无
力应对这个新挑战，由此带来住房拥挤、环境脏乱、配套公共设施严重匮乏等一系列问题。
紧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来的贫困问题以及工厂里恶劣的工作环境，使英国下层民众的健康
状况进一步恶化。其直接后果就是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以及各
种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其中有三种流行病最具代表性，即斑疹伤寒症、结核病和霍乱，
它们集中体现了英国城市化进程的代价。这在英国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进
而导致公共卫生运动和改革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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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世纪的英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口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大
量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给城市住房、公共设施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由此引发了一系
列社会问题，并最终导致公共卫生状况的恶化，国民健康遭到严重威胁。

一、１９世纪英国的城市化进程

１９世纪英国不断深入的工业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结构和人口的地理分布，推动了城市
化进程。第一次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工业开始取代农业在国
民经济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在工业革命前，农业在国民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为４０％，１８５１
年下降为２０．３％，１９０１年降至６．１％。相应地，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则从

２１％上涨到１９０１年的４０．２％①。产业结构的调整直接导致英国就业人口结构的变化。
从事农、林、渔的人员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从１８０１年的３５．９％下降至１９０１年的８．
７％，从事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则从１８０１年的２９．７％上升到

１９０１年的４６．３％。此外，工业化进程还带动了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导致这两个行
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不断攀升，所占比重由１８３１年的１２．４％增至１９０１年的２１．４％②。１９
世纪从业人员大幅度上升的这几个行业都属于城市经济，英国人口分布的重心由此从农
村转向城市。
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对水力和风力的依赖，工厂选址的自由

度大大提高。城市聚集了市场、金融和文化等诸多要素，因此，出于资本市场、产品销售、
人力资源等多方面的考虑，城市开始成为工业发展的首选地。此外，城市交通便利，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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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原料和产品的流通，降低生产成本。鉴于以上原因，在１９世纪英国，工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都集中
到了城市，城市形成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引力。
与此同时，农业领域的变迁也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形成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推力。由于现代商品

化农业的兴起和圈地运动的开展，农民被从农村驱逐出来。苏格兰高地清理运动更使许多小农流离失
所。１７９５年以来英法之间的战争和接连的歉收使农业经济一片萧条，大量人口从乡村涌向城镇。乡村
棚屋工业（ｃｏｔｔａｇ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毁灭导致大量手工业者涌入城市寻找工作。
始自１８世纪并起步于伦敦的城市化进程，至１８世纪末已扩散到全国。在上述引力和推力的共同

作用下，到１９世纪，英国城市化步伐进一步加速。在１８０１年，伦敦有８０万人口，此时英国只有１３个城
市的人口超过了２．５万人。到１８４１年，伦敦人口数量增长了１００万，全国共有４２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

２．５万人。至１８６１年，英国有六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在２５万人以上。１９世纪初，英格兰和威尔士有大约

２０％的人口居住在人口数量逾５　０００人以上的城市；到１８５１年，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此等规模的城
市；至１９０１年，这一比例上升至接近８０％。相比之下，在乡村地区，一些郡在１９０１年时所拥有的人口
数量要低于１８５１年①。以单个城市为例，格拉斯哥人口在１８３１－１８４１年期间增长了３７％；曼彻斯特和
索尔福德的人口在１８２１－１８３１年期间增长了４７％；布拉德福德人口同期增长了７８％；西布拉米奇的人
口在１８２１－１８３１年期间增长了６０％，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增长了７０％；达金菲尔德的人口在１８２１－
１８３１年期间增长了两倍②。

１９世纪英国人口的快速自然增长加重了城市人口压力。这一时期英国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当惊人，

历史学家称之为“人口革命”。在１８０１年至１９１１年这１１０年时间里，全国人口从１　５７０万增加到４　５３０
万，几乎增长了两倍，远远超出以往的增长速度。人口增长速度又以１９世纪前期为最。在１８００－１８５０
年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年增长率高达１．８％，此后略有下降，降到１．６％左右。１８１１－１８２１年间英
国的人口增加了１７％，增长率到达顶峰。１８０１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为８９０万，苏格兰人口１６０
万，爱尔兰人口为５２０万；到１８５１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已攀升至１　７９０万，苏格兰２９０万，爱尔兰

６５０万；至１８７１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上升至２　２７０万，苏格兰３４０万，爱尔兰５４０万③。英国人口
的这种增长速度高于当时欧洲其它国家。以法国为例，法国人口在１８００－１８５０年间年增长率仅为

０．７％，１８５０－１９１０年期间则降为０．２％④。英国该时期人口的迅速增加是高出生率所造成的自然增长
的结果。以英格兰和威尔士为例，在１８４１－１８７５年期间，以每五年为期进行统计，人口出生率几乎均保
持在３５‰以上，而同期的人口死亡率则在２２‰左右徘徊⑤。
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给现有城市住房与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增加了

环境对健康造成的威胁。当时没有一个城市的发展能够容纳下上述这样爆炸式增长的人口，城市的扩
张未能与人口流入及增长保持同步，由此带来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直接引发了城市的公共卫生危机。

二、城市化带来的挑战

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给英国社会带来严峻挑战。

首先，住房数量的增长远远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由此带来两个后果：一个是现有的住房因
巨大的人口密度而变得拥挤不堪，另一个是出现了许多条件差、本不适于居住的住房。这最终导致城市
居住条件的严重恶化。据人口普查专员的统计，在１９世纪前４０年，英国每间住房居住人口平均数量为

５．６人左右⑥。考虑到同一时期人均收入的增长必然带来住房条件上的些许改善，工人阶级中条件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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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会根据收入的增长来增加住房面积，因此，这一时期全国每间住房的平均居住人口保持不变，意味着
低收入群体居住空间越来越拥挤。１８４１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以利物浦为例，在１８３１－
１８４１年间，其人口居住密度呈上升趋势。１８３１年，平均每间住房的居住人口为６．４人；１８４１年，这一数值
升至６．９人。在１８３１－１８４１年期间，格拉斯哥的人口增长了３６．８％，平均每间住房的居住人口同期增
长了１８．５％。当时格拉斯哥大学医学教授罗伯特·考恩（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ｗａｎ）曾提及，“劳动人口迅速增长，
但并没有相应数量的住房提供给他们”①。如果将目光聚焦于某些特定街道、庭院和公寓的话，住房拥挤
的情况更为糟糕。伦敦统计学会在１８４７年进行的调查表明，在伦敦的圣吉尔斯地区的教堂巷（Ｃｈｕｒｃｈ
Ｌａｎｅ），１８４１年该地区的２７所住房（平均每所有５个房间）容纳了６５５位居民，至１８４７年，居住人数上升
至不少于１　０９５人。也就是说，这条街道的居住密度由每所住房大约２４人上升至４０人以上②。
对住房的迫切需求导致新建的房屋往往牺牲质量求速度，出现了许多本不适宜居住的住房。由于

人口密集度过大，对新住宅的需求异常强烈，这导致新建房屋往往非常密集，以便在有限的空间内修建
尽可能多的房屋，容纳尽可能多的人口。这种密集型住房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间隔仅几英尺的平行排列
的民居和臭名昭著的背靠背式房屋。在格里诺克，公寓排列得如此密集，以至于当地的谚语称“雨水没
有降落的地方”。在格拉斯哥，在该城镇３　０００余个院子（ｃｏｕｒｔ）中，只有５４２个其入口处宽度超过了１０
英尺③。住房密集度（每亩地所建房屋的面积）不断增长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背靠背式房屋的盛行。这种
类型房屋起源于１８世纪后期，并且很快成为一项普遍的实践。在１９世纪三四十年代，该类型房屋在许
多城镇十分普及，在利兹最为盛行。在英国北部许多城镇，背靠背式房屋甚至成为民房建筑的典型形
式。据报告，在１８４０年，诺丁汉的１１　０００所住宅中，有７　０００至８　０００所是背靠背式房屋。在１７９７年
的利物浦，据估算，总计６３　０００位居民中有９　０００名居住在这种类型房屋中④。这种房屋通风不良且缺
乏卫生设施，对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因此广受批评，成为当时公共卫生改革家攻击的目标。
对维多利亚时期改革家而言，没有一种住宅形式像地下室这样，如此清晰地展示了人口增长对现有

住房容量所造成的压力及其带来的恶果。在１９世纪英国，地下室的居住者主要是当时最为贫穷的阶
层。利物浦可能是英国地下室居住方面情况最糟糕的一个城市。据统计，在１８４１年，利物浦共有居民

１７．５万人，其中有３８　０００人住在地下室⑤。在１８４０年代的曼彻斯特，大约１２％的人口居住在地下室⑥。
地下室住所在旧的工业城市极为常见，新兴城市的情况要好一些。这些地下室经常成为街道排水道和
下水道所渗透出的、散发着恶臭的污物的容器。即便没有这类悲惨事件，绝大多数地下室仍然是卫生状
况差、非常阴暗、不通风而且过度拥挤。在体面的维多利亚人看来，这些地下室居民是“史前穴居人”的
一个部落⑦。对于肺病和斑疹伤寒病患者而言，地下室就是死亡陷阱；对于关节炎和风湿症患者来说，
地下室使他们的病情雪上加霜。１８６４年，乔治·布坎南（Ｇｅｏｒｇｅ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对利物浦所做的调查表明，
居住在地下室的居民死亡率比工人阶级死亡率要高３５％⑧。因此，地下室住所一直是卫生改革家痛斥
的对象，也是地方政府努力改革的目标。
其次，城市人口增长除了给住房带来压力外，也给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是对卫

生设施提出的挑战。为较低人口密度所设计的城市卫生设施无力承载城市人口激增带来的压力。人畜
粪便的处理，这是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维多利亚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传统的废物处理方法，例
如粪坑和堆肥，对于更稀疏分布的人口而言是足够的，但是，在面临上述这些新情况时，则变得岌岌可危
和不堪重负。在１９世纪上半叶，粪坑是最常见的人类排泄物处置方式。由于城市人口越来越密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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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粪坑很快被装满，毗邻的土地被秽物渗透，变成粪肥沼泽地，甚至附近的井水都受到污染。在１８４１
年的伦敦，已知的粪坑有大约３　０００个，还有不计其数的未知的粪坑。在１８３２年霍乱流行期间，利兹当
地着手清理部分粪坑，仅一个粪坑清除出的污物就装了整整７５马车①。卫生总局的督察官在视察１９
世纪中叶的达灵顿时发现：“在一个院子里，有６６人被迫共用１个厕所；在另一个院子里，６３人共用一
个厕所”，由于这些厕所紧挨着住房的墙壁而建，污物都渗入了墙壁里②。粪便的处理也是一个大问题。

除了尽可能多地出售给农场主之外，剩余的粪便运送至某处堆积起来，干燥的堆肥以及随之出现的粪堆
聚积成山，臭不可闻，成为滋生苍蝇和寄生虫的温床，给城市居民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威胁。１９世纪人口
严重拥挤的城市最典型特征是它们的恶臭。疾病的“瘴气论”在一些人中间很流行，从这个角度看，并不
奇怪。维多利亚时期城市的气味，混合着下水道、溢满的粪坑、牛舍、猪圈和堆肥散发出的恶臭，轻则致
人呕吐，重则简直足以置人于死地，对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卫生医官乔治·布坎南（Ｇｅｏｒｇｅ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把胃口不佳、恶心、呕吐、腹泻、头痛、眩晕、头昏以及抑郁等都归因于恶臭③。二是给供水系
统提出了挑战，现有的供水系统不能满足人口急剧增加的城市的需求。在１８４０年代，伯明翰仅有２０％
的住户拥有入户的管道供水；在纽卡斯尔，这一比例仅为１０％。在同时期的伦敦，大约三万名居民没有
管道供水，即便是那种街头公用水龙头也没有。在已安装管道供水的地方，供水服务也不稳定。例如，

在伍尔弗汉普顿，水务公司在晚上七点至上午五点这个时段会停止供水。在汉利，即北斯塔福德郡最大
的制陶业城市，每到晚上，供水就会停止。东伦敦水务公司每个星期天都停止供水，在几个人口稠密的
院落，住户仅在上午４点３５分至５５分或上午７点１０分至２５分这个时间段才能够得到供水④。在许多
城市，穷人不得不用桶接雨水作为生活用水使用。据估算，在特伦特河畔伯顿（Ｂｕｒｔｏｎ－ｏｎ－Ｔｒｅｎｔ），手提
桶装水的价格是一便士三桶水。上层家庭每周在用水上的花费是１１．５便士，中产阶级家庭是５．５便士，

而工人阶级家庭则是大约３便士⑤。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家庭平均每周购买九桶水，供一个五口之家甚
或是更多人口的家庭使用。这些水不仅用于做饭烧水，还用于洗涤。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地区工人
阶级家庭的清洁程度。在克鲁供水委员会主席看来，洗澡对工人阶级而言是“一项极大的奢侈”，而且是
绝对不必要的⑥。

这一时期严重的河流污染问题使城市饮用水供应雪上加霜。许多城市的下水道直接将生活废水、

垃圾以及排泄物排放至河流中；工业废水未经处理就引入河流。以伦敦为例，在１８５０年代后期着手进
行下水道改造之前，每天大约有２５０吨排泄物进入泰晤士河⑦。１８５７年，纽卡斯尔公爵警告说：“泰晤士
河就像一个巨大的下水道，除非采取措施净化它，否则的话，它将在居于大都市的２５０万人中间引发可
怕的疾病。”⑧而水务公司从河流中取水，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通过管道输送给城市居民饮用，由此带
来的恶果不需细说。

在新的人口压力下，传统的市镇生活开始面临致命性的危险。当时运输工具主要以马为运力；动物
被带至市场进行销售和屠宰。这些活动曾经产生的污染是相对无害的，但在新的人口密度下，它们数量
上的逐步上升致使这些污染成为致命性的。马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导致街道上粪便堆积。据估算，伦敦
街道上每年堆积的动物粪肥累积大约有２０　０００吨⑨。圣潘克拉斯（Ｓｔ　Ｐａｎｃｒａｓ）的一位官员写道，“只要马
作为牵引力一直继续下去”，街道就一定是污秽的。在１８３０年代，英国城市街道上堆积的畜肥据估算高达

３　０００　０００吨瑏瑠。街道清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屠宰场一般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在曼彻斯特，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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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的屠宰场直接把畜血和废弃之物排放到下水道，再由下水道带至河流中，给环境带来了严重污染。

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工人阶级和城市流民的数量不断扩大，这种增长最直接的社会
代价之一就是由商业周期和流行病带来的贫困问题。到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结束时，英国仍有大约１／３
的人口生活于贫困中；地方性研究表明，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贫困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这是公共
卫生研究需要考虑到的一个大背景。对劳工而言，非充分就业是他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以黑乡的矿
工为例，在１８５１－１９００年期间，仅有２３个年份是充分就业的。在１７９０－１８４０年期间，位于肯特郡的农
业工人如果足够幸运地经常受雇的话，其生活水平最高会上升５％。但由于南部农业的特征之一就是
季节性和周期性失业，所以大部分农业工人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故而在这一时期实际工资出现较大幅
度下跌①。与非充分就业相伴随的是同时期食品价格和住房成本的上涨。以利物浦为例，１８７０年代早
期的食品价格相较于１８５０年，上涨幅度超过了４０％。在伦敦，租金的飞涨抵消了工资上涨带来的影
响②。因此，对于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来说，他们赚取的工资仅够果腹。由此带来的贫困导致住房过度
拥挤、贫民窟的出现、卫生状况恶劣、膳食不足和身体孱弱等一系列问题。

三、城市公共卫生危机

由上述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最终对英国国民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疾病的广泛流行上。它在１９世纪英国引发了一场公共
卫生危机，并导致了公共卫生运动和改革的兴起。

１８３１年，人口普查委员们首先注意到全国死亡率呈上升趋势。据他们估算，在１８１６－１８２０年期
间，全国死亡率为１７．６‰，十年后则攀升至１８．５‰。在１９世纪上半叶，威廉·法尔作为出生、婚姻和死
亡证明登记总处的摘要汇编官，可能是最了解当时人口趋势的人。他认为，在１８世纪，人口死亡率有显
著的下降，但自１８１６年开始，死亡率又开始呈上升趋势③。在１８３１－１８４１年间，伯明翰每千人的死亡
率由１４．６上升至２７．２；利兹从２０．７上升至２７．２；布里斯托尔从１６．９上升至３１；曼彻斯特从３０．２上升至

３３．８；利物浦从２１上升至３４．８。这五个城市每千人死亡率的平均值从２０．６９上升至３０．８④。城乡之间
的死亡率存在着较大差异。据威廉·法尔估算，在１８３１－１８３９年间，乡村地区的死亡率是１８．２‰，城
市地区的死亡率是２６．２‰⑤。即便在城市内部，各区的死亡率亦有很大不同。首先是郊区与市中心之
间的差异。据估算，在１８４０年的曼彻斯特，布劳顿郊区的人口死亡率为１５．８‰，靠近市中心的阿德维克
人口死亡率为２８．６‰，市中心的死亡率高达３５．２‰，是中产阶级聚居区的两倍以上。其次，各阶层聚居
区的死亡率也不同。工人阶级聚居区死亡率要高于中产阶级聚居区。在１８６０年代早期的爱丁堡，格拉
斯广场（Ｇｒａｓｓｍａｒｋｅｔ）工人阶级聚居区的人口死亡率为３２．５‰，中产阶级聚居的格兰奇郊区人口死亡率
则仅为１３．８‰⑥。人口密集的工人阶级居住区的死亡率特别高，直到１８６０年代，利物浦、曼彻斯特和格
拉斯哥贫民区居民的平均死亡年龄仅为３０岁出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整整十岁。在兰开斯特郡，据统
计，在１８４１年死亡的１０２　０２５名工人中，有８３　２１６人不足２０岁，他们的平均寿命仅为２２．１岁⑦。在１９
世纪英国，婴儿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始终在１５３‰左右徘徊。婴儿死亡人口占据了全国死亡人口的１／

４⑧。此外，威廉·法尔在１８４０年注意到，城市小孩患病的致命率是乡村小孩的两倍⑨。

日益严重的城市住房拥挤和不良卫生状况导致了１９世纪疾病患病率的上升。疾病的流行体现了
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负面特征，也揭示了发生于工业社会的复杂社会变迁的一些特点。城市地区成为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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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斑疹伤寒症、伤寒热、天花、猩红热、百日咳、慢性腹泻和霍乱等疾病的滋生地。流行病给早期工业
化社会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死亡。相较于其他疾病，１９世纪有三种流行病最能说明这一过程，即斑疹伤
寒症、结核病和霍乱。它们鲜明地体现了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代价。

１９世纪上半叶英国城市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斑疹伤寒症和结核病的历史。斑疹伤寒症的严
重流行是这一时期疾病史的主要特征之一。斑疹伤寒病一般被简称为热病（ｆｅｖｅｒ），它不仅是传染病，
而且是风土病。斑疹伤寒症是“穷人的疾病”，它是污秽、卫生不良和人口拥挤的产物，在工人阶级的住
宅区、贫困的移民和流浪汉中最易滋生。在１９世纪早期，由于这种疾病有强烈的传染性，治疗这些疾病
成为服务于工人阶级居住区的医生的主要工作。城市移民最容易染上斑疹伤寒症。移民是早期工业化
社会的一个典型人口特征。农业劳动者移民至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工人阶级和城市流民因商业周期
的地理学影响，一生中其迁徙次数多不止一次。这些四处寻找工作的人没有稳定的居所、干净的饮水、
稳定的就业机会和一份为他们提供充足衣食的收入。他们肮脏不堪、饥寒交迫，身上长满了虱子，最易
遭受斑疹伤寒症的袭击。格拉斯哥可能是这一时期最脏、最不卫生的英国城市。在１８００－１８３５年间，

该城市的斑疹伤寒症患病率节节攀升。在１９世纪头１５年，格拉斯哥皇家医院接收的病人中，斑疹伤寒
症患者所占的比例不足１０％；在接下来的１５年中，该比例上升到３１％至３６％；到１８３０年代前半期，该
比例已上升至一半①。这种疾病经常是致命性的。在１９世纪后期，在所有公布的斑疹伤寒症病例中，
大约１／３的患者死于这一疾病②。

与工业化联系最紧密的是结核病，它被称为“近代化的产物”。结核病在贫困人口中最为肆虐，它通
常与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居住和工作环境通风不良联系在一起，亦与污秽相联系。直到１９世纪末，结
核病几乎就是城市病。城市化与结核病患病率之间的关系从逻辑推理上看应该是前者助长后者的关系，

但实际研究数据却未能证实这一点。结核病的死亡率比霍乱和斑疹伤寒症都要高，当时人认为结核病是

１９世纪最致命的疾病。在１９世纪早期，１／３的死亡人口死于结核病。１８３９年，根据注册总处总登记官的
分析，死于结核病的人口在总死亡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１７．６％③。伦敦的一位医生发现，在１７９５年和

１７９６年这两年里，他的病人中共有２４６人死亡，其中死于结核病的高达７７人，占总死亡人数的３１．４％。

在１９世纪流行病中，霍乱的致死人数也位居前列。它如复仇天使般从印度传出，席卷欧洲。霍乱
对英国人而言是一种新的疾病，也是自１７世纪瘟疫之后英国经历的第一场全国性传染病。霍乱于

１８３１－１８３２、１８４８－１８４９、１８５４、１８６７年四度袭击英国。在１８３１－１８３２年，霍乱造成大约３２　０００人死
亡；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第二次霍乱流行中，死亡人数为６２　０００人；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的死亡人数是２０　０００人；

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年霍乱造成１４　０００人死亡④。霍乱传播迅速、来势汹汹且传染性极强，极端情况下，它能够
在一个星期内彻底消灭整个社区的人口，患者可能在症状显现后的几小时内死亡⑤。霍乱的死亡率很
高，４０％到６０％的患者会面临着死亡的命运，从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疾病的恐惧心理，特别是在城乡的
上层和中层人士中。霍乱对１９世纪人们的社会心理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疾病的流行凸现了城市迅速
扩张带来的问题，它被认为是人类为工业和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霍乱是１９
世纪英国城市面临采取迅速、有力的行政行动进行公共卫生改革的最直接推动力。

工厂工作条件恶劣以及随之而来的职业病是１９世纪英国城市面临的又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对１９
世纪工人而言，工作意味着早起晚归、长时间劳作、长期处于过潮或过热且通风不良的工作环境以及极
大的体力消耗。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至少是１０个小时，有时甚至会延长至１４到１６个小时。卫生改革
家约翰·西蒙认为，通风不良是工人工作环境中最不利于健康之处。工人在长时间劳作中呼吸着混杂
有各种金属、粘土、骨头、羊毛、棉花、亚麻、丝织品等颗粒物的空气，对其健康造成很大损害⑥。１９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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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出现了许多描写工厂工作条件的作品，如Ｊ．Ｐ．凯所著的《曼彻斯特棉纺织业所雇的工人阶级的道德
与身体状况》（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ｔｔｏｎ　Ｍａｎ－
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８３２）等。这些作品主要论及工厂劳作对健康带来的影响，但它们关注的重点
是童工和女工。工业发展带来的职业病也是卫生改革家和医学界人士关注的一个重点。查德威克在他
的１８４２年报告中注意到成衣工作室过度拥挤与肺病之间的关联。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西蒙对工业中使
用砷、磷、铅和水银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着重关注它们对工人健康所造成的影响①。

四、结　语

在工业革命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１９世纪的英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
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它不仅是一场重大经济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伴随着城
市化进程，英国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人口布局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同时期出现的“人口革命”
加重了城市的人口压力。这些给城市原有的市政管理模式、公共设施建设和住房等提出了巨大挑战。
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接踵而来，如住房拥挤、污染问题、贫困问题和职业病等，它们对国民健康造成严重
威胁。上述问题直接导致人口死亡率的大幅上升与各种传染病的广泛流行，引发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
公共卫生问题从而成为维多利亚时期突出的社会问题。分析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出现的原因，可以归结
为两点：第一，英国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其城市化进程完全是自发的，并无
先例可循，城市发展表现出无序性和盲目性的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公共卫生危机是先发国家转型期经
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第二，英国政府在城市化进程的早期阶段奉行自由放任原则，很少干
预城市的发展和治理，这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
从长远来看，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成为英国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推动力，相关改革随之兴起，现

代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公共卫生领域。人口的高死亡率和疾病的大规模流行，损耗了资本家赖以榨取剩
余价值以及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并直接威胁到有产阶级自身的健康和生命，危及社会稳定和统
治阶级利益。这引起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呼吁政府进行干预。改革家埃德温·
查德威克于１８４２年发表了著名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唤醒了公共舆论，并开启了一场公共
卫生运动。公共卫生事务由此进入国家政治议程，政府不得不出台一系列法令，采取措施来改善城市的
住房和公共卫生条件，缓解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干涉
社会生活，政府职能和权力日渐扩张。

１９世纪英国城市出现的公共卫生危机，是英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惨痛教训，当今发展中国家在城
市化进程中应引以为戒。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不能盲目自由放任，积极措施和适度干预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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